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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神经科学应用研究

神经伦理学：检验与僭越普遍
与相对主义伦理的新进路

沈汪兵　 刘　 昌　 袁　 媛

［摘　 要］　 随着神经科学研究方法的突破，伦理学研究范式诉求的高涨，神经伦理学作为伦理学与认

知神经科学的重要交叉学科正在迅速兴起和逐渐成熟。它超越了传统伦理学的抽象人性论基础，突破了思

辨例举论证思路，借助认知神经科学的先进技术，从脑神经生理方面寻找证据，成功解决了传统伦理学中的

诸多争论，巧妙化解了传统伦理学中的诸多难题和争论。未来的神经伦理学一方面需加强神经科学家与伦

理工作者之间的有效合作；另一方面要积极强化学科内“科学家 －实践者”的素养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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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科发展呈现出交叉综合特性。学科在各自发展同时，并不断与其他学科融合，进而形

成和兴起了许多交叉学科。神经伦理学（ｎｅｕｒｏｅｔｈｉｃｓ，或道德神经科学），作为当代社会中最受关注的

新兴科学，就是认知神经科学与传统伦理学（ｅｔｈｉｃｓ，或道德哲学）交叉渗透并充分融合后形成的一门

新交叉学科（Ｒｏｓｋｉｅｓ，２００２）。它与传统伦理学不同，未将理论基础和立论依据建立在单纯而抽象的

人性论上，而是着力从人性生物学图景来对伦理学进行研究，它认为人性的善与恶均有神经生物学

基础。它将认知神经科学对于认知功能神经机制的关注融入到伦理研究和道德教育实践之中的特

性，所以使得当前的伦理研究和道德教育实践充满科学实据。加之，它不仅对更好地了解、发展与应

用神经伦理学有着积极意义，而且对进一步深化伦理学研究和道德教育实践和改革也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本文对神经伦理学的学科背景以及最新研究进展进行了梳理与探讨。

一、神经伦理学的诞生、内涵与特征

“神经伦理学”的诞生是以 Ｄａｍａｓｉｏ（１９９４）对脑损伤患者盖奇（Ｇａｇｅ）的神经心理学检查和脑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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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为开端的。他们发现原本性格和蔼且道德

高尚的盖奇在经历一次事故后，额叶大块脑区

受损，且随后变得性格无常，道德素质低下。由

此他们推断道德可能并非纯粹的抽象人性问

题，即人之初并非性本善，亦非性本恶，善与恶

均有“根”，且“根”在大脑之中。该主张随即引

发了许多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开始协同神经科学

家借助各类认知神经科学技术进行神经影像研

究来解决伦理学问题与争论，进而催生了神经

伦理学。２００６ 年神经伦理学学会的成立则标志

神经伦理学学科的正式诞生。

神经伦理学整合了心智、大脑与伦理三个

不同领域，将包括认知科学家、心理学家、伦理

学家和道德教育工作者等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

齐聚一堂，并把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论引入伦

理研究和实践，致力于解决个体和社会发展过

程中的伦理和道德教育问题。就其内涵而言，

包括双重含义：一是神经科学研究过程中的伦

理学问题，即“神经科学的伦理学（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ｎｅｕ

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是生物伦理学在神经科学中的驻

足，像使用克隆技术的指导方针等都属于该范

畴；二是“伦理学的神经科学（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ｓ）”，指神经科学对伦理学的潜在启迪，旨

在考察我们对大脑功能的理解及其对社会的意

义。该取向将神经科学的知识同伦理学的相关

思想结合在一起，以便更好地理解伦理学的理

论与实践，被视为“真正新颖，并且或是最成熟

的进步”（Ｒｏｓｋｉｅｓ，２００２；亓奎言，２００５）。故文章

多着墨于神经伦理学的后一含义。

神经伦理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借助认知神经

科学的范式和技术手段来对人类道德现象、活

动及其潜在的神经机制进行探讨（Ｉｌｌｅｓ ＆ Ｒａｆ

ｆｉｎ，２００２）。通过直接描述伦理现象与大脑的联

系，它可以告诉伦理学家和道德心理学家人类

各种道德现象的生理实质及其特性（Ｆａｒａｈ，

２００５）；通过研究义务感、责任心、关爱、感恩等

道德品质（Ｈａｙａｓｈ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它能为促进和

改善个体的道德品质，开展高效的道德教育提

供更直接和确凿的依据与指导；通过对个体道

德判断和决策过程的神经影像扫描，它启示着

人们如何作出更智慧的“刀片式”判断与决策，

并能明确什么因素主导着人类的具体判断与决

策（Ｓｈｅｎｈａｖ ＆ Ｇｒｅｅｎｅ，２０１０）；通过对个体伦理活

动与道德行动时大脑活动的观察，它为观测具

体道德实践引发大脑特定部位的变化提供了直

接手段；通过对个体道德实践背后潜藏道德动

机和维系道德行动动力及其机制的探讨，它为

改善个体道德品行，塑造良好道德人格提供颇

具针对性的依据与对策。总之，神经伦理学作

为整合伦理学理论研究和道德教育实践的综合

性学科，肩负着将道德实践者和常人神经发展

机制与道德教育实践联系起来的使命，从而实

现以确凿的科学研究成果指导实践和教学过

程，最终达到提高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活动效

果之目的。

二、神经伦理学对传统

伦理学命题的检验和僭越

　 　 普遍和相对主义伦理观是西方哲学的两大

基本理论和重要根基，但它们间的争论却也是

伦理学乃至哲学中的诸多“是非”与“问题”的症

结所在。因为它内在潜伏着极大的困境和危

机，引发并催生了伦理学中的许多矛盾和问题。

于是一直以来有许多学者尝试解决这一重要争

论。历史上许多试图解决普遍与相对主义伦理

观争论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甚至曾一度引起

了更大争论和理论混乱。正因如此，该争论激

发了学者莫大的兴趣。神经伦理学就是力图解

决它的一种新范式。神经伦理学兴起后提出了

颇多新而有价值的理论观点，突出体现在道德

判断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及其究竟是由行动结

果、手段、还是意图支配等方面。

（一） 道德判断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

普遍主义伦理观又称道德普遍主义，它强

调道德判断和价值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康德道

德哲学最典型地表达了理性对道德普遍性的建

构。康德认为，道德规则是理性的，这就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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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即对所有有理性生物

均有约束力；并且这种普遍性和必然性只能是

形式上的一致，与内容无关，因为内容总是多变

和个人化的，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此外，诸

如黑尔的元伦理学、罗尔斯的正义伦理、以及伦

理逻辑主义某些观点也均属该取向。

相对主义伦理又称道德或伦理相对主义，

强调道德判断和道德价值规则的相对性与可变

性，认为伦理术语和伦理原则是相对文化、社会

甚至个人的。关于同一问题有不同的伦理判

断，没有决定性的推理方法能够裁决这些冲突

性的判断。因此，没有客观的伦理真理。道德

原则不是普遍有效的，只能遵循所在社会的习

俗。该观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普罗泰戈拉。

休谟主张的道德情感主义可看做道德相对主义

的一种较典型而常见的形式。休谟认为，道德

不可能出自理性，尤其是利他主义行为，它只能

是人们“激情”使然，出自于人们内心的“同情”。

尽管他强调人们内心的“同感”，但是不同个体

的情感和欲望不同，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

和环境中的情感与欲望也不一样。因此，情感

主义者也就陷入了伦理相对主义的深渊。

总之，上述两种观点有着较漫长的历史，但

一直也未曾达成共识。虽有许多伦理学家试图

提出新的理论框架来整合它们，但这些努力要

么是以失败告终，要么仅为某个立场徒增了一

个拥护者，无法让它们的争斗彻底退出伦理学

研究与争论的舞台。近年来，以认知神经科学

脑成像技术和实验设计为基础的神经伦理学的

兴起，力倡从神经生理方面寻找证据来检验和

肃清伦理学中广泛存在的这两种观点的争论。

神经伦理学主要从脑损伤和脑成像两类研

究取向来对其进行探讨。人们首先通过脑损伤

研究发现道德判断并不是完全依照康德普遍主

义伦理的观点来运行的（Ｄａｍａｓｉｏ，１９９４），发现道

德判断可能包含休谟等所提倡的非理性情绪加

工。就此，学者运用脑功能成像技术对健康人

的道德判断过程进行了扫描。Ｍｏｌｌ 设置了包含

明显道德内容和不包含道德内容的两类句子条

件，要求被试对句子进行“对”、“错”判断，符合

道德标准或事实标准为“对”，反之为“错”（见

沈汪兵，刘昌，２０１０）。影像结果显示，道德判断

更多激活了额极皮层、内侧额回、右前颞叶皮层

和豆状核等，且额极皮层和内侧额叶皮层等与

情绪密切相关的脑区的激活比例最大，支持道

德判断的非理性情绪加工观。

Ｈａｄｉｔ（２００１）曾指出道德判断包含非理性加

工，同时也无法完全排斥理性的加工。简言之，

道德判断是理性和非理性加工共同作用所致。

其依据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皮亚杰和科尔伯

格等道德心理学家的研究证据；二则是心理学

对人类基本认知过程的研究。当前研究普遍揭

示诸如记忆和心算等基本认知过程都是双加工

的（沈汪兵，刘昌，２０１２）。新近有关健康人的脑

成像研究，为此提供了诸多有力的支持证据。

Ｇｒｅｅｎｅ等人通过认知行为实验对哲学和伦

理学典著中经常涉及的两类性质不同道德难题

进行了区分：一类是涉己（ｐｅｒｓｏｎａｌ）难题，需情绪

参与，如“天桥难题”（具体表述参见沈汪兵，刘

昌，２０１０）；另一类是不涉己（ｉｍｐｅｒｓｏｎａｌ）难题，较

少需情绪参与，如“电车难题”。要求被试在评

定所描述行为的道德许可性。结果显示，被试

对“天桥难题”类别作了更多道德否定反应，而

“电车难题”作了更多道德许可判断。影像扫描

显示，被试对两类道德两难难题作道德判断过

程中情绪和认知关联脑区呈现出不同活跃状

态。涉己难题主要激活了情绪相关脑区，认知

脑区激活很少；不涉己难题更多激活了认知相

关脑区，情绪脑区激活较少（Ｇｒｅｅｎｅ，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换言之，两类性质的道德判断都激

活了认知和情绪脑区，只是各自激活程度与幅

度不同。这意味着不同性质的道德判断中均存

在理性认知和非理性情绪加工，只是程度有差

异，表明理性和非理性“在具体道德实践过程中

共同存在，且相互竞争着的”（Ｇｒｅｅｎｅ ＆ Ｈａｄｉｔ，

２００２）。由于语言色彩会干扰道德判断，平淡直

叙式情景描述语言较低激活个体情绪关联脑

区，且更多激活认知相关脑区。为了交叉验证

认知和情绪共同参与且动态驱动道德判断的观

点，研究者们设计诸如道德情境图片等其他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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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来重复验证。研究发现，即使是道德情境图

片的判断也会不同程度地同时激活认知和情绪

脑区（Ｈａｒｅｎｓｋ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沈汪兵，刘昌，

２０１０），且在控制两难故事描述语言色彩后仍显

著激活了认知和情绪脑区（Ｂｒｏｇ，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

Ｇｒｅｅｎｅ，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Ｙｏｕｎｇ 等通过系列研究

（Ｙｏｕ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Ｙｏｕｎｇ，Ｂｅｃｈａｒａ，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发现，道德判断除了激活情绪脑区和负责

认知控制与执行的脑区外，还显著激活了行为

意图解码的认知脑区———颞顶联合区（ｔｅｍｐｏｒ

ｏｐａｒｉｅｔａｌｌ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还有研究借助内隐道德态

度评估对个体道德水平差异进行了控制，并影

像扫描了个体道德判断的过程，也观察到了认

知和情绪脑区的共同激活，并发现个体道德水

平与右侧杏仁核和腹内侧眶额区激活水平有线

性关系，道德判断活动显著激活了右腹外侧前

额叶、左侧膝下沟、双侧前运动区、左尾状核、楔

前叶和扣带回等（Ｌｕｏ，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以往研究

则显示，右腹外侧前额叶和双侧前运动区多是

负责认知加工，右膝下沟和扣带回主要负责冲

突监控，尾状核与楔前叶和情绪与态度体验密

切有关。综上，不难看出，跨领域多层面的研究

证据均显示道德判断是认知和情绪共同作用的

结果，在道德判断过程中，人脑内的认知与情绪

加工相互共存并相互“竞争”着，只是在不同阶

段认知和情绪加工的具体权重有所差异。

综上，道德判断作为传统伦理学中最重要

的主题之一，它涉及到众多道德理论和伦理准

则。这使得它也是传统伦理学中争论最多的主

题之一。其中，以康德为首的道义论和以休谟

为首的信欲论间的争论最为激烈。道义论认为

道德判断是基于完全理性和普遍规则做出的，

信欲论则认为道德判断是在情绪和欲望激发下

产生，由个体和群体的“同感”支配。尽管后来

的伦理学者，包括罗尔斯等伦理学家都试图来

解决该争论，但他们的努力终究仍无法肃清争

论。新兴神经伦理学突破了传统思辩和抽象人

性论的局限，运用脑神经造影技术来对道德判

断究竟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命题进行了探讨。

对康德的道义论和休谟的信欲论进行了科学检

验（Ｄｅａｎ，２０１０），并明确揭示道德判断是理性加

工和非理性情绪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 道德判断基于手段还是基于目的

道德判断领域另一深层争论是道德判断究

竟是依据行为潜在后果，还是诉诸于行动手段

或目的等其他因素做出的？传统伦理学中已有

许多理论对此进行了探讨，但各观点彼此争论

不休，未曾形成统一结论（Ｃａｓｅｂｅｅｒ，２００３）。以

边沁为先驱和重要代表的效果论伦理观认为人

们是根据所计算的道德行动的各种潜在结果来

进行道德判断的———当某种方案的潜在收益最

大时，个体就作倾向该方案的道德判断或抉择；

反之，个体则作偏离该行动的道德判断或抉择。

然而，康德等道义论学者认为道德判断并不是

根据行动潜在后果做出的，而是根据行动手段

作出的，它们认为只有具普遍约束力的手段才

可保证道德公正和公平。这突出体现在“人是

目的而非手段”以及“手段的不纯洁必然导致目

的的不纯洁”（甘地）等论述上。作为康德道德

哲学核心的“人是目的”箴言就主张人是行动目

的而不是行动手段，认为每个人都只能把对方

当做自由、平等的存在物来对待而不应当将牺

牲他人来获取个人或集体更大利益的手段。除

此之外，信欲论则认为道德判断应是根据行为

意图或目的（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作出的，因为只有行动意

图或目的才能保障道德行动的动力。综合而

言，现在一般将依据行动潜在收益最大化原则

所作的道德判断称为理性判断（基于结果论），

而其他两类由于涉及道德启发式（如康德伦理

令言）或情绪等非理性因素，多称为非理性道德

判断（基于义务论或目的）。为阐明道德判断非

理性加工的性质与机制，尤其是何种因素主导

着非理性道德判断，研究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行

动手段和意图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

Ｂｏｒｇ等（２００６）首先探讨行动手段、意图以

及结果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研究设计了包含

基于不同行动潜在后果（以少换多 ｖｓ． 均等兑

换）、行动手段（亲自行动 ｖｓ．口头命令），以及基

于行为目的（有目的 ｖｓ． 无目的）的多类潜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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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方案，模拟人们在进行类似道德判断实践中

的脑活动模式。效用结果是通过对难题中涉及

对象或损益人数来控制的，如杀死 １ 人来救 ５

人，它通过不同数目人员遭受相同处理（即杀

害）的比较实现；行动手段则通过保持难题中涉

及对象或损益人数不变，改变行动方式实现，例

如，从天桥上推下跌死 １ 个人来救另 １ 个人，但

推人行动是主人公亲自所为或是其允许别人所

为，即前者是主人公直接行动致使行人死伤而

后者则是主人公（通过命令他人行动）间接导致

行人死伤。意图则通过语言描述实现，个体有

意将部分人作为手段来救另一些人（例如，有意

将桥上胖汉推下以改变电车行进轨迹来救他

人）还是预见但无意致使某些人死伤（例如，为

了救某车道上的几名乘客而将失控电车牵引到

岔道上，无意使得岔道上几名正在检查路况的

轨道工人丧命）。研究发现，亲自行动较之间接

行动更多激活了右侧额中回和背外侧前额叶喙

部等认知脑区，并压制了内侧眶回和颞中回等

情绪区的激活；有意行为较之无意行为更多激

活了 Ｇｒｅｅｎｅ 等（２００１，２００４）涉己难题中观察到

的前右侧颞上沟和眶额皮层等情绪脑区，较少

涉及认知脑区（Ｂｒｏｇ，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与该发现一

致，研究显示腹内侧前额叶损伤病人行动伤害

意图相关的判断能力受损（Ｙｏｕｎｇ，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且会作出更多理性道德判断（Ｋｏｅｎｉｇｓ，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类似的，当用经颅磁技术抑制右侧

颞顶联合区时，被试对行为意图的道德考量会

减弱并会作出更多基于结果的理性道德判断

（Ｙｏｕ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Ｍｏｒａ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然

而，不管刺激情境是否牵涉道德效价，行动潜在

结果判断所激活的脑区均一致，都是下顶叶皮

层、额极和额内侧回等认知脑区（Ｂｒｏｇ，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后续研究发现，有关道德行为潜在后果

更细致的激活区是负责绝对效用评估的腹内侧

前额叶和内侧眶额皮层、负责风险效用计算的

右前脑岛和腹内侧纹状区以及负责损益方向和

行为抉择的中部脑岛、背侧纹状区和前、后扣带

区（Ｓｈｅｎｈａｖ ＆ Ｇｒｅｅｎｅ，２０１０）。这些提示，不同性

质的道德判断会激活大脑不同的脑区或功能网

络，说明（非理性）道德判断并非单一意图或手

段主导，不同性质道德难题由不同因素主导。

总体而言，一般意义上非理性的伤害性手段更

多是认知加工的道德判断。当个体有意去拯救

或者帮助别人时，就 Ｇｒｅｅｎｅ 等（２００１）的研究而

言，个体去拯救对象时更多是非理性道德判

断———意图主导了非理性道德判断。这亦说明

真正的道德行为（亲社会行为）是意图和行动手

段主导的结果。就此而言，神经伦理学研究为

当代某些司法制度提供了科学依据，表明司法

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意图。另

需指出的是，道德作为人类进化过程中基于奖

惩的一项社会性产物，它并非纯认知控制的结

果，兼具认知和情绪的双重属性。同时，正是基

于奖惩系统的进化导致非理性加工过程中不同

作用因素的差异，风险规避型道德判断，如避免

多数人死伤或受威胁等多与行动结果计算关

联；而用某人作为工具去救其他人的道德判断

则多是由意图和行动手段主导。

在道德实践活动中，人类活动究竟是基于

行动手段、目的还是后果的问题由来已久，随着

伦理学研究的深入，人们越发地发现针对该命

题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不仅导致人们

难以真正明确道德判断的实质，甚至还在一定

程度上制约着伦理学的发展，成为困扰伦理学

研究者取得开创性成果的原因之一。面对这一

困扰，神经伦理学并没有表现得像传统伦理学

那样“宽容”；相反，它是积极诉求认知神经科学

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运用科学的研究设计，巧妙

化解了这一困境。神经伦理学研究发现，人们

在实践中究竟是通过行为意图还是手段作出道

德判断的，主要取决于人在情境中伤害程度和

损害性质。当个体非理性地伤害别人时，其更

多是理性认知加工的结果，是“蓄意”的。当个

体有意去拯救或帮助别人时更多是非理性决

策———意图主导了道德决策和判断。正如

Ｖｉｌａｒｒｏｙａ和 Ａｒｇｉｍｏｎ（２００７）所言，人脑是人类社

会性和道德性的关键所在。所有的道德生活和

伦理实践都是人脑的机能，也许有时它们无法

完全还原为毫无其他残留物的纯神经生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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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庆幸的是，今天的人脑，更确切地说是支配

着当代人们道德生活与伦理实践的“伦理脑”或

“道德脑”，它也不再是单一的原始人从动物身

上进化而来的大脑，而是历经过亿万年人类文

化和伦理实践打磨过的大脑，已在漫漫人脑“烙

印”的过程中充分汲取了文化的滋养。换言之，

许多不同历史阶段和时期的道德规范都已不同

程度地被注入了“伦理脑”的“熔浆”中，它们或

是“一个行动是道德的，当且仅当，行动者在行

动中从不将任何人仅仅作为手段”的康德式令

言，或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国箴言，亦

或是感官上的“厌恶”（ｄｉｓｇｕｓｔ）。它们影响并不

同程度地支配着人类的道德判断。也许当你看

到非常血腥而厌恶的情境时，还没来得及审视

就将其判定为不人道或不道德的；但当你仔细

审视后，发现原来只是一股穷凶极恶的杀人犯

被警察正法了，此时你的道德判断或许又会倒

向另一端。类似上述事例中前后态度的戏剧变

化，传统伦理学难以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然

而，神经伦理学则能够在通过对人脑反应模式

和激活变化细致剥离与萃取的基础上提供强而

有力的科学说明。总之，神经伦理学能够在充

分汲取传统伦理学养分的基础上为人们提供更

科学有力的伦理实践指导。

三、神经伦理学的启示、问题与对策

神经伦理学作为伦理学与现代脑科学的

“桥接”，它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为伦理

学研究开创了一个新天地。神经伦理学正是这

样一种产物：它从脑、认知与行为三个层次来了

解人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具备的道德水准，为人

们发展良好的道德判断能力和道德认识提供指

导；它立足于认知神经科学，积极借助心理学的

研究设计来解决在伦理学和道德心理学发展中

的争论，有力促进伦理学知识形态的更新和学

科群的发展；它基于道德现象的分析、道德行为

的调查和道德认知发展的脑机制来引导和帮助

人们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形成崇高的道德境

界，造就道德上完善的人格。它的诞生，使得伦

理学研究不再停留在纯粹的传统思辨和现象举

例层次，突破了抽象人性论模式，从神经生理方

面来挖掘道德现象背后的作用机制，大大提高

了伦理学研究结论的精确性。同时，它还使得

道德教育实践方案更加合理和人性化。正如朱

小蔓教授（２００５）所指出的，教育的实质就是培

养脑。在某种意义上，教育的过程也就是培养

脑和促进脑发展的过程。道德实践无疑是伦理

学研究、道德教育和塑造个体健全道德人格最

关键的和重要环节；同时，也是伦理学研究从理

论走向实践，道德理想付诸现实的重要过程。

神经伦理学对接了伦理学研究与道德教育实

践，基于脑来提升和促进个体道德人格发展和

品质提升的科学，毫无疑问，它的兴起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

神经伦理学的诞生为伦理学和道德心理学

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其最根本的便是为过

去、现在与未来的伦理学领域中的争论提供了

一条科学化的检验路径。然而，初生之物，其形

必丑。毫无疑问，现阶段的神经伦理学也面临

着诸多挑战。这主要表现在：（１）神经伦理学研

究与现实情境的疏离。神经伦理学所开展的研

究多是在实验室内，借助于心理学范式，协同认

知神经科学的先进检测技术来实现的。它所设

置的许多情况，诸如道德判断的两难故事，尽管

设计上尽可能地进行了生态化处理，但仍不完

全等同于真实的道德情境。在实验情境中，人

们是通过阅读从文字中想象道德情景的。但

是，这种想象是第二层次的，并非当下直接的亲

眼目睹，因此是疏离的（Ｎａｄｅｌｈｏｆｆｅｒ ＆ Ｆｅｌｔｚ，

２００８）。对疏离的情景，人们的判断往往更趋向

于简单地依据一些抽象的原则。也就是说，人

们更容易用工具理性来代替实践理性的思考。

（２）神经伦理学以神经生物学为工具，试图从神

经生理方面来寻找道德原则和道德活动所赖以

存在的物质基础，从生物学的角度使人性去神

秘化，并强烈地冲击了传统伦理学的根基（亓奎

言，２００８）。然而它把传统的伦理学规范降低到

动物性道德的做法却让很多人无法接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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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伦理学家以追求科学知识的普遍性为要

务，因此他们对伦理规则或“道德金规”“是什

么、为什么”的兴趣要远远大于利用这些规则

“怎么办”。它使得他们在研究中，可能为了便

于阐明问题的本质而选择动物，甚至低等动物

作为研究对象，这无疑弱化了研究成果对人类

道德生活的借鉴意义。因此，未来的神经伦理

学研究一方面需要神经伦理学研究者和实践者

加强对话、交流与合作。其内容和形式可以多

样，比如圈定彼此的特定兴趣，神经科学家进入

社区和学校，伦理实践者参观实验室，定期召开

焦点小组会和研讨会，共同申请课题、设计实验

框架等（Ａｎｓａｒｉ ＆ Ｃｏｃｈ，２００８）；另一方面需要神

经伦理学注重学科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协调性，

在学科内积极形成“科学家 －实践者”（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

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模 式 （ＭｏｒｅｉｎＺａｍｉｒ ＆ Ｓａｈａｋｉａｎ，

２０１０；Ａｎｓａｒｉ ＆ Ｃｏｃｈ，２００８），将科学研究的实践

和理论推广训练列为神经伦理科学培养计划的

一部分，从而保障神经伦理学研究不脱离但又

高于道德教育实践，同时又能回馈和指导实践，

有效促进个体道德素养的提升和良好道德人格

的形成，以及伦理学知识形态和学科体系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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